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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人才作为科技进步、 创新发展的核心力量, 是经济发展的重要资源, 是中

国人口由数量红利转向质量红利的关键因素, 而房价已成为影响人才流动的重要因

素。 基于一般均衡理论, 通过构建含人才群体和非人才群体的家庭部门、 生产部门

和政府部门的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 (DSGE), 采用我国 2010—2021 年季度数据

及 2013—2018 年中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数据, 研究一般均衡框架下各项冲击

引起的房价变动对人才流动的长短期影响, 进一步探索持有环节房产税冲击下房价

和人才流动的变化趋势。 研究结果显示: 房价自身原因的上涨能引发小范围的人才

流出, 影响效果低且持续时间短, 但也在一定程度上表现出上涨的房价对于人才的

挤出; 由住房需求增加引起的房价的上升不会对人才产生挤出效应, 反而表现为人

才吸引; 与住房需求引起的房价短期变动不同, 房产税的实施对房价起到了长期的

抑制效果, 对人才流入起到了正向的推动作用。 当前, 我国房价波动频繁, 房产税

普遍征收在即, 研究有助于准确判断房产税冲击下房价以及人才流动的具体变化,
为政府部门精准施策、 提高区域人才吸引力提供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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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强调, 我国实施科教兴国、 人才强国战略。 人才作为

科技进步、 创新发展的核心力量, 是经济发展的重要资源, 是中国人口由数量红利转向质量

红利的关键因素。 近几年来, 住房问题一直是我国的社会热点, 也是影响人才流动的重要因

素。 中经网数据显示, 从 1998 年到 2019 年, 我国住房价格平均增长超过 3. 51 倍, 逐年上

涨的房价对人才居住地选择的影响出现趋势性变化①。 一方面, 高房价会提高人才在大城市

安家置业的门槛, 对人才的流入产生一定阻碍[1] ; 另一方面, 高房价意味着更好的城市经

济发展潜力、 更匹配的工作机会、 更大的财富增长空间以及更优质的公共服务和基础设施,
能够吸引人才流入[2] 。 总体而言, 房价变动对人才流动的影响大小及方向如何? 当前正值

持有环节房产税大规模征收实施细则出台之际, 房产税对房价以及对人才流动的进一步影

响, 都是我们关注和研究的焦点。 因此, 本文将运用一般均衡理论, 重点研究住房价格对人

才流动的影响, 结合房产税政策冲击, 观察房价以及人才流动的变动情况, 以便从全局视角

预判人才流动的变动趋势, 为相关部门精准施策提供理论支撑。

一、 文献综述

从人才迁移的内在原因出发, 国内外大量学者从不同角度展开了讨论。 人口迁移的推拉

理论认为, 迁移行为发生的原因是迁出地与迁入地的推力 (或称排斥力) 和拉力 (或称吸

引力) 共同作用的结果。 劳动力迁移理论 (如新古典经济学理论) 认为, 劳动力流动是对

不同区域工资差异和就业机会的合理性适应。 影响人才流动的因素有很多, 总体上可以划分

为宏观因素和微观因素。 从宏观因素角度出发, 格莱泽 ( Glaeser) 等提出 “ 消费城市

(consumer city) ” 理论, 认为人们选择居住地时要同时注重三方面要素, 即在该城市能获

取到的工资水平、 该城市所能达到的消费水平以及能提供的生活质量的高低[3] 。 此外, 区

域政府治理环境、 经济水平、 产业结构、 科技氛围、 城市舒适性等指标已被证实对人才具有

吸引力[4-8] , 其中经济环境被视为人才在跨地区流动前必然要考虑的因素[5, 9] 。 同时, 生活

成本、 人口集聚、 城市环境污染等则会对人才产生挤出效应[4, 10] 。 而微观因素对人才流动

的影响主要来自三方面: 一是企业层面, 二是个人层面, 三是社会关系层面。 晋升政策、 企

业目标、 自身发展机会、 工作成就感、 配偶工作、 子女上学等也被证明能直接或间接影响到

人才流动[9, 11-13] 。
人才流动的影响因素众多, 生活及住房压力也是人才流动中需要考虑的重要因素。 赫尔

普曼 (Helpman) 在克鲁格曼 (Krugman) 的新经济地理学模型[14] 基础上引入住房市场因

素, 发现地区的住房价格会影响劳动者的相对效用, 进而抑制劳动力在该地区的集聚[15] 。
随后, 大量学者对赫尔普曼的理论分析进行了实证检验。 部分学者认为, 人力资本流失的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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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来自房价的急剧上升[16-18] , 部分认为房价较高的城市拥有更高的技术密集率, 带来一系

列财富效应, 能聚集更多的高学历劳动者[19-21] , 反之住房市场不景气的地区房价相对较低,
往往意味着人力资本的下降[22] 。

国内更多学者认为, 房价对人力资本的影响并不是单方面的, 其同时存在吸引和阻碍作

用。 骆永民和刘艳华建立 PVAR 模型, 利用 1998—2008 年省级面板数据, 研究发现房价上

涨对人力资本的影响朝哪个方向发展取决于吸引力和推力的大小[23] 。 张莉等通过建立二次

函数和条件 logit 估计方法, 利用 2012 和 2014 年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数据, 发现房价上涨既

可降低预期未来收入的不确定性促进劳动者流入, 也可通过居住成本的提高抑制劳动者流

入[2] 。 刘广平等运用面板回归方法分析 2003—2016 年中国省级面板数据, 发现房价对人力

资本产生先挤出后集聚的效应[24] 。 林雄斌等建立固定效应模型并采用工具变量法, 利用

2005—2014 年 51 个城市的对应宏观数据, 发现房价上涨总体上和人才吸引力呈正向关系,
但一旦上涨为泡沫, 则可能会产生人才挤出效应[25] 。

纵观房价对人力资本或人才流动影响的研究, 我们发现: 第一, 现有文献更多采用局部

均衡理论方法, 研究结果有赖于模型选择、 数据的收集口径、 方式与处理方法, 较少学者从

一般均衡理论和数值模拟角度开展研究。 相比较局部均衡, 一般均衡更能系统体现市场中各

要素在面对经济变动时的动态反应以及变化趋势, 更符合现实情境。 第二, 现有研究更多地

是基于人口结构变化对住房价格的影响, 而并没有从人才群体与非人才群体的住房特性来展

开讨论。 因此, 本文利用 2010 年第二季度至 2021 年第二季度相关宏观季度数据, 以及

2013—2018 年中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数据, 构建异质性流动人口家庭部门的 DSGE 模

型, 包含人才群体和学历技能较低群体两类家庭, 从一般均衡的角度来分析房价变动对人才

流动的影响机制和影响效应。 本文的主要创新体现为: 在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 ( DSGE)
运用领域中首次将家庭部门划分为人才群体与劳动技能较低群体, 考虑两类人群的异质性建

立一般均衡模型; 从理论层面加深了房价和人才流动的作用机制分析, 丰富和发展了房地产

和人才流动交叉领域的相关理论。

二、 理论模型

本文参考亚科维耶洛 ( Iacoviello) 的建模思路[26] 和邓翔等有关房产税的设定[27] , 结

合研究目标进行简化, 构建出具有以下结构特性的 DSGE 模型: 以流动人口为大类, 细分为

人才群体和非人才群体。 其中人才界定为具有大专及以上学历或担任专业技术职务、 获取专

业技术职务资格的人。 由于迁移成本是一次性支出, 故在此效用函数的确定中, 不考虑迁移

成本; 为简化模型, 生产部门拟用道格拉斯生产函数, 假定房地产部门供给不变, 政府部门

通过对劳动收入、 居民消费、 住房消费以及资本征取一定税收, 同时对公共设施进行投资

(具体形式为居民公共消费)、 支付人才群体政策补贴和政府一次性转移支付。 模型引入四

个外生推动因素, 包括房价冲击、 生产技术冲击、 住房需求冲击与房产税冲击。
1.  

家庭部门
 

根据目标要求, 仅对流动人口进行分析。 将流动人口按照学历和技能高低, 划分为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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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体和非人才群体。 假设全体流动人口是完全理性人, 人才群体和非人才群体都可以根据效

用高低选择是否迁移。 其中人才群体的迁移会受到人才政策的影响, 而非人才群体不会受到

人才政策的影响。 家庭部门通过当期普通商品私人消费、 住房需求以及劳动力供给实现家庭

效用最大化。
(1) 人才群体。 人才群体进行普通商品消费, 投入劳动力、 住房消费, 获得工资收入,

享受公共设施服务 (表现形式为公共品消费), 同时受到人才政策影响 (即得到一定财政补

贴)。 其中公共消费包含家庭在本地区所能享受到的医疗服务、 教育服务、 交通运输、 基础

设施服务等。
Eo∑∞

t = 0
βt lnCe

p, t + Jt lnHe
t -

Le, t
1+φ

1 + φ
é

ë
êê

ù

û
úú (1)

　 　 其中, Ce
p, t、 He

t 、 Le, t、 φ、 β 分别为人才群体家庭普通商品私人消费、 人才群体当期住房

需求、 人才群体的劳动力投入、 劳动供给弹性的倒数以及家庭部门贴现因子。 Jt 是住房需求

冲击, 服从 AR (1) 过程, 即 lnJt = ρJ lnJt-1 + εJ
t (εJ

t ~ N(0, σ2
j )) 。

人才群体面临的预算约束如下:
(1 + τc)Ce

p, t + PtHe
t(1 + τp

t ) + Ge
t + Ie, t = (1 - τs)We

t Le, t + Bt + (1 - τk)Rk, tKe
t + PtHe

t-1
(2)

　 　 其中, We
t 是人才群体家庭个人工资, Ge

t 是人才群体公共消费 (即所能享受到的公共服

务), Pt 是当期房价, Bt 为 t期的人才补助, Ie, t 是人才群体投资, Ke
t 是人才群体资本投入, Rk, t

是资本回报率, τc 是消费所得税, τs 是劳动所得的所得税, τk 是资本收入所得税。 人才群体选

择 Ce
p, t、 He

t 、 Le, t、 Ke
t 令自身效用最大化。 τp

t 是房产税冲击, 服从 AR (1) 过程, 即 lnτp
t =

ρτ lnτp
t-1 + ετp

t (ετp
t ~ N(0, σ2

τ))。 考虑房价变动对人才流动的影响, 加入人才劳动力占比值

θ = Le, t / Lt, 观测人才变动情况。
记 λ 为预算约束的拉格朗日乘子, 关于 Ce

p, t、 He
t 、 Le, t、 Ke

t 的一阶条件经整理为:
λe

t = 1
(1 + τc)Ce

p, t
(3)

We
t = 1 + τc

1 - τs Le, t
φCe

p, t (4)

Je
t
βe

He
t

-
Pt(1 + τp

t )
(1 + τc)Ce

p, t

+ βeEt
Pt+1

(1 + τc)Ce
p, t+1

= 0 (5)
Ce

p, t

Ce
p, t -1

= βe[(1 - τk)Rk, t + 1 - δ] (6)
(2) 非人才群体。 与人才群体家庭不同, 假设非人才群体迁徙不受人才政策影响, 且

没有政策优惠, 该类人群由于自身资本问题, 不考虑买房问题, 一律采用租房来解决住房

需求。
Eo∑∞

t = 0
βt lnCl

p, t + Jt lnHl
t -

Ll, t
1+φ

1 + φ
é

ë
êê

ù

û
úú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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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人才群体家庭的预算约束如下:
(1 + τc)Cl

p, t + Gl
t + Rh, t(Hl

t - Hl
t-1) + Il, t = (1 - τs)Wl

tLl, t + (1 - τk)Rk, tKl
t (8)

　 　 其中, Cl
p, t 是非人才群体普通商品消费, Ll, t 是非人才群体的劳动力投入, Wl

t 是非人才群

体工资, Rh, t 是非人才群体当期房租缴纳额, Hl
t 是非人才群体当期住房需求, Il, t 是非人才群

体投资, Kl
t 是非人才群体资本投入。 非人才群体选择 Cl

p, t、 Hl
t、 Ll, t、 Kl

t 令自身最大化, 关于

Cl
p, t、 Hl

t、 Ll, t 的一阶条件经整理为:
λl

t = 1
(1 + τc)Cl

p, t
(9)

Wl
t = 1 + τc

1 - τs Ll, t
φCl

p, t (10)

Jl
t

1
Hl

t

-
Rh, t

(1 + τc)Cl
p, t

+ βlEt
Rh, t+1

(1 + τc)Cl
p, t+1

= 0 (11)
2.  

生产部门

生产部门的生产函数为:
Yt = AtKt

αLt
1-α (12)

资本积累方程:
Kt+1 = (1 - δ)Kt + It (13)

其中, At 是外生技术冲击, 服从 AR (1) 过程, 即 lnAt = ρA lnAt-1 + εA
t (εA

t ~ N(0,
σ2

A)), Kt 是普通商品资本, Lt 是社会总劳动力, It 是总投资。 α 是资本产出弹性, δ 是实物资

本的折旧率。
厂商的静态最大化效用为:

max
(Kt, Lt)Πt = AtKt

αLt
1-α - WtLt - Rk, tKt (14)

其中, Rk, t 为资本租金或回报率, 即资金的使用成本, Wt 是社会工资平均水平。
3.  

政府部门

考虑政府作为征税实体和作为商品和服务的提供者, 假设政府利用税收对人才部门进行

政策补助, 对商品和服务方面的公共支出进行融资同时进行一次性转移支付, 且保证每期预

算平衡。 政府通过对消费、 劳动收入、 住房消费、 资本进行征税, 从经济中获得资源。 这四

者的平均有效税率分别为 τc (消费所得税)、 τs (劳动所得所得税)、 τk (资本收入所得税)、 τp
t

(房产税), Gt 是政府一次性转出。
政府的每期预算由下式给出:
τc(Ce

p,t + Cl
p,t) +

τs(We
t Le, t + Wl

tLl, t)
γ

+
τp
t PtHe

t

ω
+ τk(Rk,t - δ)Kt = Bt +

Gl
t + Ge

t

η
+ Gt (15)

　 　 其中, η 是流动人口消费占市场总消费的比例, γ 是流动人口工资水平对社会平均工资

水平的贡献度, ω 是人才群体占总人口比例。
4.  

市场出清

在市场均衡下, 产品市场、 劳动力市场分别满足如下的出清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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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 t + Ll, t = ξLt (16)
Ce

p, t + Cl
p, t + π(Gl

t + Ge
t ) = η∗Ct (17)

Gl
t + Ge

t = ς∗η∗Yt (18)
Ct + It = Yt (19)

ξIt = Ie, t + Il, t (20)
ξKt = Ke

t + Kl
t (21)

　 　 其中, Ct 是社会总消费, ξ是流动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 π是公共支出对总消费的边际效

用贡献度, ς 是财政预算支出占总产出的比例。

三、 参数估计

1.  

参数校准

表 1　 稳态参数校准

参数 定义 数值

β 家庭部门贴现因子 0. 9500
φ 劳动供给的工资弹性倒数 3. 4000
α 资本存量的产出弹性 0. 4760
γ 流动人口工资水平对社会平均工资水

平贡献度
0. 2189

η 流动人口消费占市场总消费的比例 0. 1709
ξ 流动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 0. 1832
τ c 消费所得税率 0. 0600
τk 资本所得税 0. 2600
τ s 劳动所得所得税率 0. 1800
π 公共支出对总消费的边际效用贡献度 0. 5000
δ 实物资本的折旧率 0. 0250
ω 人才群体占总人口比例 0. 1125
ς 财政预算支出占总产出的比例 0. 2500

对有较多参考来源的参数采用校准的方式确定: 贴现因子的设定参考侯成琪等[28] 设为

0. 95, 劳动供给的工资弹性倒数参考朱军[29] 2015 年校准的数值设为 3. 4; 资本存量的产出

弹性参考张佐敏[30] 2013 年校准的 0. 476; 消费税、 资本税以及劳动税率参考徐宁等[31]

2020 年校准的消费税 τc =  0. 06、 资本税率 τk =  0. 18、 劳动税率τs = 0. 26; 考虑参数估计所

取数据为季度数据且与多数 DSGE 文献一致, 资本折旧率参考朱军、 刘斌等[32-33] 校准的

0. 025, 财政预算支出占总产出的

比例系数参考邓翔[27] 等 2020 年

的计算所得, 定为 ς = 0. 25。 对于

模型中的其他结构性参数, 如流动

人口工资水平对社会平均工资水平

贡献度①、 人才群体占总人口比

例②、 流动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③
等, 利用 《中国统计年鉴》 2010
年至 2021 年中国的宏观数据和

2013—2018 年中国流动人口动态

监测调查数据进行估计, 数据较全

且随时间变化波动较小的参数求取

平均值, 部分参数数据不全的采用

最新年份计算获得。 具体校准结果见表 1。
2.  

参数贝叶斯估计

无法确定的参数, 如各项冲击的标准差和冲击系数, 采用贝叶斯估计法。 参考张伟进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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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③

 

全国居民人均工资水平=  

γ∗流动人口平均工资+ (1-γ) ∗常住人口平均工资; 常住人口平均工资 = 常住居民城镇
数∗城镇居民平均工资+常住居民农村人数∗农村人均工资。

 

由于数据获取的限制, 且为保证数据口径的一致性, 以下所有人才相关数据均按学历标准确定。

 

流动人口占总人口比例由 2010—2021 年数据获悉, 除 2021 年有较大增幅外, 其余年份波动较小, 故选取均值作为参
数值。 而流动人口消费占市场总消费比例, 由中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数据库中人均消费数量计算所得, 由于数
据不全, 只能获取到 2013 年及 2018 年数据, 故选取最新年份数据值作为参数校准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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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研究[34] , 确定房价冲击、 生产技术冲击和住房需求冲击自回归系数具有均值为 0. 5、 方

差为 0. 1 的 beta 先验分布; 参考邓翔等的研究[27] , 确定房产税冲击自回归系数具有均值为

0. 8, 方差为 0. 1 的 beta 先验分布; 各冲击的标准差具有均值为 0. 01 的 inv_ gamma 先验分

布。 模型含有 4 个冲击, 所以选取的用于观测模型稳态特征的观测变量个数不能超过 4 个。
因此选择观测变量为产出 (GDP) 和房价 (由中经网住宅商品房销售额与销售面积之比确

定), 采用 2010 年第二季度至 2021 年第二季度中经网相关数据, 进行贝叶斯估计。 同时,
考虑数据存在的季节性变动, 将数据对数化后进行单边 HP 滤波处理, 去除趋势项。 贝叶斯

参数估计具体结果见表 2。
表 2　 部分参数的贝叶斯估计

参数
先验分布设置 后验信息

分布类型 先验均值 方差值 后验均值 90%置信区间

ρA beta 0. 50 0. 1 0. 4850 [0. 3583, 0. 7137]
ρJ beta 0. 50 0. 1 0. 4880 [0. 3402, 0. 6044]
ρτ beta 0. 80 0. 1 0. 8267 [0. 6707, 0. 9863]
ρp beta 0. 50 0. 1 0. 8385 [0. 7794, 0. 8924]
σA inv_ gamma 0. 01 INF 0. 1726 [0. 1390, 0. 2200]
σJ inv_ gamma 0. 01 INF 0. 0083 [0. 0023, 0. 0158]
σp inv_ gamma 0. 01 INF 0. 0153 [0. 0120, 0. 0189]
στ inv_ gamma 0. 01 INF 0. 0085 [0. 0021, 0. 0163]

四、 脉冲响应分析

本文主要目的是探讨在市场达到一般均衡的情况下, 利用贝叶斯估计的 DSGE 模型结果

分析各项冲击引起的房价变动、 人才流动之间的动态关系。 通过将由房价冲击直接导致的人

才流动变化和由房产税和住房需求变化引起的房价变动而间接导致的人才流动的变化作对

比, 综合比较分析房价变动对人才流动的影响。 本文主要做了三个方面的脉冲响应分析图:
①房价正向冲击下直接观测人才流动相关变量的影响; ②住房需求正向冲击下, 其他人才流

动相关变量所受影响的脉冲图; ③房产税冲击下, 观测房价变动影响图, 从房价角度分析人

才流动的影响。 为方便比较, 我们均以外生冲击偏离均衡值 1%的变动为基准, 来观察各经

济变量的动态路径。
1.  

房价冲击下相关变量的响应分析

图 1 是一单位房价正向冲击下, 人才流动变化以及其他经济变量的脉冲响应。 一单位正

向的房价冲击直接导致人才劳动占比下降约 0. 02%, 但却在短期内迅速回到平稳状态, 影

响效果不明显且周期短, 表现出一定的挤出效应。 人才群体劳动力和工资受影响的趋势与人

才劳动力占比相同, 一单位房价正向冲击即时拉低人才群体劳动力和人才群体工资分别约

0. 15%和 2. 3%, 后迅速回归平稳状态。 对比其他变量, 一单位房价正向冲击对于住房需求

则存在较长周期的显著影响, 它即时拉低当期人才群体住房需求约 2. 60%, 在约 25 期 (6
年) 回落至平稳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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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房价冲击脉冲响应图

由方差分解可知房价冲击解释了 2. 08%的人才流动, 即房价的波动并不是导致人才流

动最显著因素, 但因其波动影响市场均衡, 导致其他经济变量如居民消费、 工资、 产出等变

量发生变化, 人才会因家庭效用最大化而面临是否离开当前环境的选择, 表现为人才群体劳

动力减少。 这与当前的研究是一致的: 上涨的房价对人才集聚、 人才吸引有负向效应。 一线

城市中, 存在高房价下生活压力促使人才逃离的现实现象。 可见, 仅由房价冲击引起的房价

正向变动能引发即期小范围的人才流出, 影响效果低且持续时间短, 但也在一定程度上表现

出上涨的房价对于人才的挤出。
2.  

住房需求冲击下相关变量的响应分析

图 2 是一单位住房需求正向冲击下, 人才流动变化以及其他相关变量的脉冲响应。 一单

位正向的住房需求冲击即期拉升房价约 0. 20%, 随后第 2 期开始下降, 约 7 期后 (约 1 年

半) 回落至平稳状态。 人才群体住房需求对该冲击的反应呈向上隆起状, 且影响周期较长,
即期拉升住房需求 0. 05%, 于第四期达到峰值后逐渐回落至稳态值。 一单位正向的住房需

求冲击对于人才群体各项变量起到了正向的作用, 即期拉升人才群体工资约 1. 70%, 拉升

人才劳动力约 0. 80%, 拉升人才劳动力占比约 0. 01%。 可见, 由住房需求增加而引起的房

价的上升对于人才群体并无挤出效应, 反而导致一定程度的人才流入。
住房需求冲击引起的变动结果符合价格理论, 在住房供给一定的情况下, 住房需求增加

引起住房价格一定幅度的上涨。 同时住房需求增加意味着该地仍有盈余的市场空间, 人口与

经济有向上发展的可能, 即使房价上涨, 但对于人才而言仍有吸引力。 同理, 当住房需求开

始出现下降趋势且住房价格出现短期下降时, 同样能导致人才的外流, 这与目前我国二、 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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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住房需求脉冲响应图

线城市人才流动现状一致。
3.  

房产税冲击下相关变量的响应分析

图 3 是一单位房产税冲击对房价的影响及人才流动相关变量的反应。 总体来看, 房产税

冲击影响效果明显且持续周期长, 各相关变量当期受到冲击, 发生变化后约 100 期 (25 年)
才重新回归平稳状态。 一单位正向的房产税冲击降低房价约 0. 25%, 同时可拉升人才群体

劳动力约 0. 01%, 拉升人才群体劳动力占比超过 0. 0011%, 提高人才群体工资水平约

0. 15%。 因房产税的增加导致政府财政收入的提高, 故而一次性转移支付支出增加, 表现为

即期拉升约 1. 80%。 可见, 正向房产税冲击能对房价产生一定抑制作用, 且对人才流入起

到一定正向作用。
房产税的实施, 一方面对上涨的房价起到了一定抑制作用且效果长期有效, 有利于缓解

人才住房生活压力, 对人才群体的消费也产生一定刺激, 利于市场活力的激发, 对社会经济

发展有一定促进作用, 模型结果表现为人才群体工资水平的提高及人才的流入。 另一方面,
房产税的实施能提高政府的财政, 利于增强公共服务, 抑制房地产市场的过度膨胀, 利于城

市产业结构的优化, 以给予人才更多的发展空间, 在缓解住房压力的同时可满足自身发展要

求, 吸引人才的流入。
综上所述, 房价自身上涨、 住房需求增加以及房产税冲击对人才流动的影响分别如下:

仅房价自身的上涨 (非其他因素导致), 在一定程度上会导致人才的挤出, 但此效果较弱并

且持续周期短。 一旦挤出现象出现, 在回升至稳态值后反而会继续增加, 随后再次回归稳态

值。 住房需求的增加则会导致房价在短期内出现增长, 而房价增长的同时会伴随着人才群体

的劳动力以及工资的短期小额上涨, 从而最终会表现出短期内对人才流入的刺激。 而由房产

税冲击导致的房价变化以及对应人才流动的相关变量的变化却是一个长期的过程。 由房产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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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房产税冲击脉冲响应图

导致的房价的长期下降现象, 会伴随当期人才群体各项变量的增加, 具体表现为工资的增

加、 人才的流入以及政府财政的增加, 进而有增加人才补助的可能。

五、 结论与启示

在一般均衡框架下, 本文建立了 DSGE 模型, 以流动人口为大类, 根据人才群体和非人

才群体的异质性特征, 模拟房价变动对人才流动的影响, 同时观测房产税和住房需求偏好对

房价的影响效果, 分析直接和间接房价变动对人才流动的影响。
通过模型的脉冲响应分析可以回答周期性变动因素如何影响人才流动, 结论如下: 第

一, 房价自身原因的上涨能引发小范围的人才流出, 影响效果低且持续时间短, 但也在一定

程度上表现出上涨的房价对于人才的挤出效应。 第二, 由住房需求增加引起的房价的上升不

会对人才产生挤出效应, 反而表现为对人才的吸引。 第三, 与住房需求引起的房价短期变动

不同, 房产税的实施对于房价起到了长期的抑制效果, 对人才的流入起到了正向推动作用。
不同形式房价变动对人才流动存在截然相反的影响趋势, 为缓解人才外流和加强人才吸

引力, 本文提出如下三点启示。
第一, 针对不同原因导致的房价波动而引发的人才外流现象, 政府应出台对应政策。 房

价的变动对于劳动力的影响是短期的, 但对于住房需求的影响却相对更长。 当前全球经济下

行, 我国也正处于经济增长率和房价下行阶段, 且伴随老龄化加速加深, 住房需求的下降已

成为现实。 根据近 5 年中经网公布的 70 个大城市新建商品住宅销售价格指数, 一线及新一

线城市房价虽有短暂回落, 但整体上呈现稳中有涨的态势, 而 2021 年 9 月起多数二、 三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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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住房价格持续下跌。 可以推测, 未来住房市场不会出现大幅度的房价上涨, 但住房市场

仍不稳定。 住房市场的波动, 通过影响经济环境, 对工资收入以及人才群体未来规划产生负

向效应, 同时也会抑制居民的消费意愿, 降低居民购买力, 使得市场经济萎缩, 形成恶性循

环, 更加加剧人才的外流。 房价的上升下降短期内都会对区域经济产生影响, 同时通过传导

路径进一步影响人才的居留意愿。 为平抑由房价变动带来人才群体流出的风险波动, 政府需

加大力度保证房价的稳定性, 并维持市场的稳定性; 应做好房价变动的趋势预测、 分析变动

原因和确定影响周期的长短, 据此制定相应的人才政策。
第二, 持有环节房产税的普遍征收, 一方面, 对房价能产生持久性的抑制作用, 一定程

度上能缓解人才群体的住房压力以及生活压力, 缓解人才外流的趋势。 同时, 房产税的征收

会给居民带来一定的税务负担, 降低社会福利, 各地异质性房产税同样影响人才流动。 另一

方面, 房产税的实施增加了当地政府的财政收入, 若这部分收入用于当地公共服务建设, 如

投入义务教育、 公共品和基础设施等, 可有效提高居民的纳税意愿, 增加城市宜居度与工作

创新度, 进而增加城市吸引力, 达到吸引人才流入的目的。 因此, 房产税实施对 “房住不

炒”、 房地产业健康发展及长效机制建立意义重大。
第三, 房价变动引起房地产市场变化, 影响上下游其他行业及区域产业结构, 也会影响

人才流动。 房地产业是我国重要的产业部门, 房价的变动短期内影响房地产关联企业发展,
如建筑业、 传统制造业、 金融业等, 在一定程度上决定着本地区的人才结构, 同样也限制了

人才发展的方向。 但市场资源是有限的, 房地产行业对其他行业 (如高新技术行业) 产生

了挤出效应, 影响制造强国和技术创新目标实现, 导致高技术高技能人才流失。
本文研究还存在以下不足: 为简化模型, 本文设定房地产供给不变, 并没有设置房地产

生产部门, 也没有细分其他生产部门, 所以无法从房地产供给侧角度进行模拟, 也无法从理

论上证实房价变动对产业结构的具体影响; 同时, 本文并没有考虑投资需求、 预期等影响房

价变动的变量; 新政持有环节房产税实施细则及其影响也无法准确判断, 只能从需求侧得到

房产税冲击对房价及人才流动的长短期影响。 这些不足是我们开展下一步研究的逻辑起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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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s the core force of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progress and innovative 

development, talent is an important resource for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a key factor for 

China’s population from quantitative dividends to quality dividends.  Housing prices have 

become an important factor affecting the flow of talents.  Based on the general equilibrium 

theory, this paper builds the dynamic stochastic general equilibrium model (DSGE)  of the 

household sector, production sector, and government sector, which includes talent group and 

non-talented group,  and adopts the quarterly data of China from 2010 to 2021 and dynamic 

monitoring data of China’ s floating population from 2013 to 2018.  This paper studies the 

long-term and short-term impact of housing price changes caused by various shocks on talent 

flow under general equilibrium, and further explore the change trend of housing price and 

talent flow under the impact of property tax in the holding link.  The results show that: 1)  

The rise of housing price itself can lead to a small range of talent outflow with low impact and 

short duration; 2)  The rise of housing price caused by the increase of housing demand does 

not crowd out talents, but shows talent attraction; 3)  Different from the short-term changes 

in housing prices caused by housing demand, the implementation of property tax has a long-
term restraining effect on housing prices and a positive promoting effect on the inflow of 

talents.  At present, China’s housing price fluctuates frequently, and the general collection 

of property tax is imminent.  This study will help accurately judge the specific changes in 

housing price and talent flow under the impact of property tax, and provide a basis for the 

government to implement some precise policies and improve regional talent attraction.  

Keywords: housing price; talent flow; DSGE; shock from property ta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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